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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思考】生育促进政策应精准、公平、高效、包容

●观点

将生育促进政策作为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保障的体系内实现精准、公平、高

效、包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

给，并将这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举措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和关键任务。其中，生育政策和育儿补贴首次出现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结合去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

干措施》，不难发现，我国正在积极回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做到未雨绸缪和

长远布局。

近年来，我国多地政府已经对生育促进政策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索，现金支付、所得税折扣、培训补贴、购房补

贴、托育补贴等方式频繁出现在各地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可以预见，在党和国家的倡导下，各地将会集中出台

各种类型的生育促进政策，尤其是育儿补贴措施。随着政策的陆续出台，需要尤其关注并协同做好制度的规范性、目

标性和公平性。简言之，应将生育促进政策作为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保障的体系内

实现精准、公平、高效、包容。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四项基本制度组成。其中，社会福利是体系中

保障位阶最高的制度，旨在进一步提高国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其以

公共福利为基础、职业福利为补充，公共福利面向全体国民，具有普惠性的特点，职业福利因职工所在单位不同而存

在差异。在待遇形式上以提供实物和服务设施为主、发放现金为辅，由此来实现普惠性要求的高效和可及。社会救助

则是国家通过为依靠自身努力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公民提供物质帮助，维护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和人格尊严，具有

单向性和保底性的特点，以存在救助需求为前提，满足公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因此，应实施严格且科学的资质审查机

制，并以实物和服务发放为主，以兜底性现金发放为辅。

生育促进政策是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中的一项综合性社会保障政策，旨在通过政府直接提供物资、发放现金、折

抵税费等方式减轻家庭生育和抚养子女的负担，提升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实现人口数量增长和结构优化的目标。这

一政策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其各项措施应当分别归入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中，而这两项制度在基本功能上的差异

决定了生育促进政策的各项措施应当精准分工、公平推进、高效实施、包容实现。



首先，精准区分生育促进政策的措施。我国各地实施的生育促进政策大多为现金形式和实物形式的育儿补贴，如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实施的按生育儿童数量发放的现金补贴、电子消费券、产妇“一杯奶”生育关怀行动等。这种不区

分家庭财产状况，无差别发放的待遇在性质上属于社会福利，而社会福利应当以提供普惠性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为

主，现金待遇不应成为主流。目前，这种以普惠式待遇为主的生育促进政策虽然发放程序简易，但是不符合社会保障

制度运行的基本原理。而社会救助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虽然采用现金发放的形式，但需要受救助人主动提出申领，

并经过法定的审核程序。未来，应精准区分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政策，前者注重政府财政投资和社会捐赠支持的生育

友好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支持的职业福利措施，如建立托育机构、非全日制“妈妈岗”

等；后者可以尝试提高生育子女在低保资质审查中的权重、不将育儿补贴计入家庭收入等措施。

其次，公平推进育儿补贴措施。现金、消费补贴和消费券可以作为辅助性社会福利措施，一方面，这类待遇体现

了国家对生育行为的倡导，另一方面，财政资金的支持也体现了全社会对生育成本的共同承担，生育子女为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全社会都是受益人，义务与权益相匹配。只要育儿补贴控制在合理的金额范围内，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家庭的消费能力，减轻经济负担。目前，各地发放的育儿补贴待遇呈现出随子女数量递增的特点，

如云南省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分别发放2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补贴，呼和浩特市为一孩家庭发放育儿补贴1万

元、二孩家庭5万元、三孩家庭10万元。生活经验表明，养育子女的成本并不会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趋势，也就是

说，多子女家庭不会比单子女家庭支出超出几何倍数的养育成本，而每个子女作出的社会贡献是均等的，因此，依据

社会福利普惠性特征，未来应公平对待生育家庭，按照养育子女的数量均等发放货币形式的育儿补贴。

再次，提升福利待遇领取的效率和可及性。社会福利分为公共福利和特定福利，前者向全体国民提供，后者向特

定群体提供，如少年宫向适龄青少年开放，无障碍设施由残疾人专属使用等，无论哪一种类型都比较容易识别待遇领

取人的条件，不设前置性、甄选性条件，这与为生活需求提供最低保障的社会救助有着明显的区别：社会福利的目标

是普遍提高生活质量，使全体国民在既有生活水平之上“锦上添花”，而社会救助旨在对特定群体“托底线、救急

难”。如果享受社会福利待遇也设置严格的申领条件，那么将无法实现其普惠性的政策目标。今年2月出台的《江苏

省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了“优化经办服务，推进实施生育津贴

免申即享”的方案，在江苏大部分地区，产妇在医院正常进行生育登记后，无需额外申请，产假结束后津贴便可直接

到账，很好地契合了社会福利待遇的特征，未来可总结相关做法和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另外，实现待遇领取人群的包容性。各地发放的各类实物型和货币型生育补贴都是由地方财政负担的，因此也不

可避免地与本地户籍捆绑在一起，持外地户籍在本地就业的人群无法获得相应的待遇。如呼和浩特市规定，夫妻双方

户籍地均为呼和浩特市或一方户籍地为呼和浩特市，在呼和浩特市居住、工作、生活，要求人、房、户一致且新生儿

首次落户在呼和浩特市，才有资格获得育儿补贴，对户籍的要求较为严格。目前，我国异地灵活就业人员众多，且大

多处于婚育年龄，在就业地生育的情况较为普遍，新生儿在一二线城市落户的条件较高，过于严格的户籍绑定要求将

导致很多非本地户籍的生育家庭无法获得各类育儿补贴，而这些就业人员为繁荣当地经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未来，

各地可设定在本地持续工作的年限，将满足相关条件的人群作为申领待遇的主体，增加生育促进政策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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